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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探究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关系可为国土空间规划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依据，本研究
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相关性分析和Ｔｏｂｉｔ模型，选用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土地利用类型和统计数据分析山西省县
域“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化特征及相关影响因素。结果表明：（１）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山西省县域耦合协调度水平
显著提升，耦合协调变化由不合理转向合理。（２）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山西省县域“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水平地域分异特
征明显，整体呈现出“东西低，中部高；平原高，山地低”的空间分布格局。（３）山西省县域“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存在
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高水平县域在平原区小规模集聚，低水平县域在山地区大范围集中。（４）山西省县域“三生”功能
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是国家宏观管制、社会经济因素、自然资源禀赋和自然地理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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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功能可以划分为生产 －生活 －生态（简称
“三生”）功能，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国土

空间开发秩序混乱，“三生”功能胁迫和矛盾日益加

剧［１］。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推

动区域协调发展，具体表现为国土空间规划下“三

生”功能的协调共存，因此，以“三生”功能耦合促进

区域协调发展成为当前研究的新视角，而识别“三

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成为合

理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的前提和依据。

科学认知“三生”功能是国土空间规划和区域

协调发展的关键［２］。当前，国内外对“三生”功能的

研究已有一定进展，研究内容涵盖“三生”概念内涵

的界定［３］、理论框架的搭建［４］、分类方法的确定［５］、

评价模型的选择应用［６］、功能特征的探究［７］、影响

因素的分析［８］等方面，但已有研究较多集中于“三

生”功能自身特征的研究，对“三生”功能间的耦合

协调特征及影响因素的探究较少，特别是在影响因

素方面，研究主要以定性解释为主，如张路路等定

性分析湖南省土地多功能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

缺乏对影响因子的定量探究［８］。“三生”功能存在

显著的时空异质性，功能之间存在协同／权衡的消
长关系［９］，探究耦合协调关系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

重要作用。研究尺度方面，“三生”功能和区域协调

探究多以国家［３］、城市群［１０］、省（市）［１１］等宏观尺度

和流域［１２］微观尺度为评价单元，以中观尺度县域为

单位的研究较少。此外，在研究结论上，以往研究

多数停留在“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的计算上，更侧

重于时序上的对比分析，缺乏对空间特征的研究。

鉴于此，本研究以山西省为研究区域，构建“三

生”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

测度“三生”功能耦合协调情况，以空间相关性分析

耦合协调关系特征，并引入Ｔｏｂｉｔ模型剖析其影响因
素，旨在为山西省国土空间规划和区域协调发展提

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分析框架
功能是反映区域土地利用状况的概念［１３］，是指

以土地为载体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满足人类需求

的过程，囿于对需求的不同，功能划分方式存在差

异，本研究基于国土空间规划要求，将土地功能划

分为生产－生活 －生态功能，由于需求较难测定，
故将“三生”功能具体表现为土地所提供的各种产

品与服务。其中，生产功能是指以土地为载体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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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产所获取产品与服务的功能［４，１３－１４］；生活功

能指土地所提供的空间承载和物质保障功能［４，１４］；

生态功能则是土地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维持人类

生存的自然条件［１３－１５］。

“三生”功能体现了区域发展过程中多元用地

主体对土地资源的不同用地需求，在相互博弈的过

程中，实现对土地功能的再分配［８］。“三生”功能存

在协调和权衡的耦合关系，其中，生产功能是生活

和生态功能的物质基础，为二者的发展提供依据，

但生产功能的扩展同样会对其他功能产生胁迫；生

活功能提升是生产和生态功能发挥的最终目标，依

托二者功能的改善，但生活功能的提升同样会挤压

生产和生态空间；生态功能是生产功能发展和生活

功能改善的重要保障，也是另外２种功能实现的前
提，其改善或恶化直接影响生产和生活功能的发展

变化。“三生”功能相互适应才能使区域发展平衡

协调。

本质上，“三生”功能与人类需求之间存在相互

匹配关系，当功能产品满足人类需求时，“三生”功

能关系稳定不变；当人类需求得不到满足或者出现

更高层次需求时，“三生”功能关系开始变动，相关

部门也会以规划和管理进行干预，以求功能协调。

随着时间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需求不断发生变

化，“三生”功能关系也不断进行调节，并表现出不

同的耦合特征，通过对这一特征的分析，可以有效

识别不同时点“三生”功能协调情况，进而为国土空

间规划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依据。

１．２　研究区概况
山西省位于 ３４°３４′～４０°４４′Ｎ，１１０°１４′～

１１４°３３′Ｅ，土地总面积１５．６７万 ｋｍ２。东缘太行山
脉连亘，西至吕梁山脉纵列，中部多为谷地发育，形

成“两山夹一川”的地形态势，地势东北斜向西南，

山地丘陵面积为全省的 ８０．１％，平川河谷面积为
１９．９％，雨热同期，是传统农业生产区，煤炭资源丰
富，土地类型多样，具备土地利用多功能协调发展

的优势。长期以来，受产业发展政策和国家经济战

略布局的引导，山西省能源产业发展迅速，工业化

带动城市化发展，但产业结构畸形，资源利用过度，

生态破环和环境污染加剧，区域协调发展任务艰

巨。近年来，山西省经济社会开始转型，土地利用

方式的变化引起土地功能的改动，同时，山西省主

体功能区规划的实施与综改区的设立也为土地功

能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机遇，为山西省“三生”

功能耦合协调关系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

平台。

１．３　数据来源
研究所用社会经济数据来自《中国县域统计年

鉴》《山西省统计年鉴》及各县（市）统计公报；土地

利用类型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

中心；ＰＭ２．５浓度数据来自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大气
成分分析小组大气 ＰＭ２．５遥感反演数据（Ｖ４．ＣＨ．
０２）。为消除数据量纲影响，本研究以极值法对数
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同时，为保障研究单元的完整

性和时间序列上的可比性［１６］，本研究以２０１８年山
西省行政区划进行相应调整，将各地（市）辖区合并

为单个研究单元，调整后共１０７个研究单元。
１．４　研究方法
１．４．１　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对“三生”功能概念内
涵及相互关系的理解，参考已有研究［４－６］，选取典型

指标构建“三生”功能评价指标体系（表１）。本研
究从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２个角度出发表征生产功
能，以粮食单产、农林牧渔业产值比例来反映农业

生产；以经济密度、财政贡献率和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反映经济发展。生活功能是就业、居住和社会发

展的保障，选取从业人口、城镇化、收入水平和医疗

卫生水平方面的相关指标对其进行表征。生态功

能涉及生态维持、环境净化和资源供给等方面，故

而选取生态服务价值总量、生境丰度指数、农药化

肥投入强度、ＰＭ２．５年均浓度、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
禽畜产品占有量来对其进行表征权重作为指标间

的重要性分析，是功能测度的关键，本研究以熵权

法计算指标层权重（表１），“三生”功能值通过线性
加权综合法计算求出。

１．４．２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是表征“三
生”功能在各自功能水平上，三者间相互合作、彼此

和谐一致的程度。本研究以耦合协调度模型来探

究山西省“三生”功能间耦合协调情况，具体测算公

式如下［２０］：

Ｃ＝ ［ｆ（ｘ）×ｇ（ｙ）×ｈ（ｚ）］／ｆ（ｘ）＋ｇ（ｙ）＋ｈ（ｚ）[ ]３( )３ １／３。
（１）

Ｔ＝αｆ（ｘ）＋βｇ（ｙ）＋γｈ（ｚ）。 （２）

Ｄ＝ Ｃ×槡 Ｔ。 （３）
式中：Ｃ为“三生”功能耦合度；ｆ（ｘ）、ｇ（ｙ）、ｈ（ｚ）分
别表示山西省各县域单元的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

值；Ｔ为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综合评价指数；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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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山西省“三生”功能指标体系

决策层 目标层 指标层 权重

土地利用功能 生产功能 粮食单产（＋） ０．０６０８

农林牧渔业产值比例（＋） ０．０５０５

经济密度（＋） ０．０６８４

财政贡献率（＋） ０．０６７６

固定投资总额（＋） ０．０６８６

生活功能 从业人口密度（＋） ０．０５２７

人口密度（＋） ０．０５２４

建设用地比例（＋） ０．０５１９

城镇化水平（＋） ０．０６２４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０．０５２９

城乡居民收入平衡指数（－） ０．０５６５

万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０．０５１１

生态功能 生态服务价值总量（＋） ０．０４８９

生境丰度指数（＋） ０．０４７６

农药化肥投入强度（－） ０．０４５４

ＰＭ２．５年均浓度（－） ０．０６１２

人均耕地面积（＋） ０．０５０２

人均禽畜产品占有量（＋） ０．０５０９

　　注：“＋”表示正向指标，“－”表示负向指标；生境丰度指数 ＝

Ａｂｉｏ×（０．３５×林地 ＋０．２１×草地 ＋０．２８×水域湿地 ＋０．１１×耕

地＋０．０４×建设用地＋０．０１×未利用地）／区域土地总面积［１７］。生

态服务价值总量依据价值当量法计算而出［１８－１９］。

β、γ分别为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的权重，本研究将
权重确定为α＝０．３５、β＝０．３５、γ＝０．３；Ｄ为“三生”
功能耦合协调度。根据相关研究成果［２１］，对Ｄ值进
行划分（表２）。

表２　土地多功能耦合协调度等级分类

协调程度 耦合协调类型 协调度

高度协调 优质协调型 ０．９～１．０

良好协调型 ０．８～０．９

中级协调型 ０．７～０．８

基本协调 初级协调型 ０．６～０．７

勉强协调型 ０．５～０．６

过度类型 濒临失调型 ０．４～０．５

轻度失调型 ０．３～０．４

失调衰退 中度失调型 ０．２～０．３

严重失调型 ０．１～０．２

极度失调型 ０．０～０．１

１．４．３　空间相关性分析　区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
相关性是指区域耦合协调情况在空间位置上的相

互作用关系，可以划分为正相关和负相关，其中，正

相关代表该区域与其邻近区域的耦合协调情况具

备同样的变化倾向，呈现出空间集聚的特征，负相

关性则为相反的态势。研究一般以ＧｌｏｂａｌＭｏｒａｎｓＩ
指数和Ｌｏｃａｌ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来剖析区域之间空间相
关性。

Ｇｌｏｂａｌ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和 Ｌｏｃａｌ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的
计算公式如下：

ＩＧ＝
∑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Ｗｉｊ（Ｘｉ－Ｘ）（Ｘｊ－Ｘ）

Ｓ２Ｓ０
； （４）

ＩＬ＝
（Ｘｉ－Ｘ）∑

ｎ

ｉ＝１
Ｗｉｊ（Ｘｉ－Ｘ）

Ｓ２
。 （５）

式中：Ｘｉ和Ｘｊ分别为县域单元ｉ和ｊ的耦合协调度；
Ｘ为所有耦合协调度 Ｘ的均值；Ｓ２为 Ｘ的方差；Ｓ０
是空间权重矩阵Ｗ之和；ｎ为研究单元的数量。

Ｇｌｏｂａｌ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取值范围为［－１，１］，其值
越大，表明空间相关性越强，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

趋于集聚；其值越小，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极

化态势。

Ｍｏｒａｎ散点图是用于描绘相邻研究单元局部相
关类型及空间分布情况的图形，其４个象限分别对
应Ｌｏｃａｌ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的４种计算结果：第１象限
（Ｈ－Ｈ）表示高水平单元集聚；第２象限（Ｌ－Ｈ）表
示低值区被包围在相对高值区中；第３象限（Ｌ－Ｌ）
表示低水平区域聚簇成群；第４象限（Ｈ－Ｌ）表示高
值区孤立在低值区中。

１．４．４　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　已有研究表明，区域
耦合协调度受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本研究从

国家宏观管制、社会经济因素、自然资源禀赋和自

然地理条件４个方面选取合适指标作为自变量以解
释区域耦合协调情况，依据代表性、科学性及数据

的可获取性原则，参考已有研究［８，１４］，整理后确定９
个解释变量（表３）。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多数偏重于自然和社
会经济因素方面的探究，缺少对国家宏观管制的关

注，本研究尝试引入国土空间管制强度来间接反映

国家宏观管制情况，其中，国土空间管制强度指数

参考余亮亮等的方法［２２］进行计算：依据国土空间管

制的目标和面向对象，将用地空间划分为生态空

间、农业生产与生态复合空间、城乡建设空间，依据

对不同空间施加的不同利用强度以及相互利用方

式转化的难易程度，分别对人均生态空间、人均农业

生产与生态复合空间、人均城乡建设空间施以０３、
０２、０．１的管制强度权重系数，进而求取国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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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山西省“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解释变量

影响因素 解释变量 变量说明

国家宏观管制 国土空间管制强度 重新划分空间类型，对不同空

间类型赋予不同权重

社会经济因素 产业结构 二、三产业产值／总产值（％）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土地总
面积（万元／ｋｍ２）

人均社会消费品额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总人
口（万元／人）

自然资源禀赋 土地垦殖率 耕地面积／土地总面积（％）

森林覆盖率 林地面积／土地总面积（％）

自然地理条件 地形起伏度 ＡｒｃＧＩＳ分区统计以获取县
域地形起伏度平均值（ｍ）

年均降水量 ＡｒｃＧＩＳ克里金插值后，运用
分区统计获取县域年均降水

量平均值（ｍｍ）

年均气温 ＡｒｃＧＩＳ克里金插值后，运用
分区统计获取县域年均气温

平均值（℃）

管制强度指数，其他解释变量的变量说明因篇幅限

制，其具体计算过程不再赘述。

本研究利用Ｔｏｂｉｔ回归模型定量测度区域耦合
协调的影响因素，回归模型如下：

ｙｉｔ＝
αｉｔ＋β

Ｔｘｉｔ＋ｅｉｔ，αｉｔ＋β
Ｔｘｉｔ＋ｅｉｔ≥０

０，{ 其他
（６）

式中：被解释变量ｙｉｔ为县域ｉ第ｔ年的耦合协调度；
解释变量ｘｉｔ为县域 ｉ第 ｔ年的数值；αｉｔ为县域 ｉ第 ｔ
年份的固定效应，是未知的确定常数；βＴ为未知参
数；ｅｉｔ为误差项，独立且服从正态分布。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时序演变特征
结果表明，研究期间山西省县域耦合协调度均

值由０．４４７上升为０．４９６，中位值由０．４３７上升至
０．４９１，都存在较为明显的提升，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耦合
协调性逐步提高，全距和标准差出现先上升后下降

的趋势，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山西省协调变化由不合理逐
步趋于合理（表４）。

２００５年，山西省县域“三生”功能耦合协调类型
主要有中级协调、初级协调、勉强协调、濒临失调和

轻度失调 ５种，占比分别为 ０．９３％、０．９３％、
９３５％、７３．８３％、１４．９５％，大部分县域处于濒临失
调的状态，而且从总体来看，过渡类型的县域数量

远远多于协调类型，“三生”功能整体耦合协调度水

平较低，空间冲突和功能博弈较为严重。空间分布

上，“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只有省会太原为中级协调，而且基本协调县域数量

较少，主要为各个地级市辖区如晋城市、长治市辖

区等以及部分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县（市），如介休

市、孝义市等，表明在该阶段，除部分经济社会水平

较高的县（市）外，山西省多数县域其生产、生活功

能水平较低，而生态功能相对较高，致使耦合协调

水平较低。

２０１０年，山西省县域“三生”功能５种类型的占
比分别为 １．８７％、０．９３％、２１．５０％、６１．６８％、
１４０２％，虽然多数县域仍处于濒临失调类型，但数
量已有明显下降，轻度失调县域数量同样出现下

降，中级协调和勉强协调类型县域数量均有所增

加，耦合协调度均值上升，但需要注意的是，全距和

标准差同样存在上升，表明该阶段耦合协调提升情

况并不合理，而且从总体来看，大多数县域为过渡

类型，耦合协调情况仍需改善。

２０１８年，山西省县域“三生”功能５种类型的占
比分别调整为０．９３％、１．８７％、４１．１２％、５３．２７％、
２８０％，其中，勉强协调县域大幅增加，轻度失调县
域明显减少，仅为汾西县、大宁县和侯马市，汾西县

和大宁县“三生”功能整体水平较低，耦合协调度水

平低，侯马市则受制于生态功能的限制而导致协调

水平低。总体而言，该阶段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

态文明建设推进，“三生”功能得到提升和改善，耦

合协调水平提升，此时全距和标准差为下降状态，

表明耦合协调情况趋于合理，经济社会转型初见成

效，但需要注意的是，过渡类型县域仍多于协调类

型，多数县域的耦合协调度水平亟待提高。

表４　不同年份山西省耦合协调度

年份 均值 中位值 全距 标准差
高度协调（％） 基本协调（％） 过渡类型（％）

中级协调 初级协调 勉强协调 濒临失调 轻度失调

２００５ ０．４４７ ０．４３７ ０．４００ ０．０５６ ０．９３ ０．９３ ９．３５ ７３．８３ １４．８５

２０１０ ０．４７０ ０．４５６ ０．４１１ ０．０６３ １．８７ ０．９３ ２１．５０ ６１．６８ １４．０２

２０１８ ０．４９６ ０．４９１ ０．３８７ ０．０５８ ０．９３ １．８７ ４１．１２ ５３．２７ ２．８０

—２１２— 江苏农业科学　２０２１年第４９卷第７期



２．２　“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特征
从空间分布（图１）来看，山西省县域“三生”功

能耦合协调度水平提升明显，呈现出鲜明的地域分

异特征。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间耦合协调度水平整体呈
现出“东西低，中部高；平原高，山地低”的空间分布

格局。

　　２００５年协调水平县域以点状形式镶嵌在晋北、
晋南和晋东南地区，在晋中形成小规模集聚，与濒

临失调县域形成中心 －外围的分布特征，外围濒临
失调县域则形成了大范围的集聚，轻度失调县域主

要分布于太行山和吕梁山地区，表现为带状分布，

这源于２００５年山西省除各地级市辖区和部分县市
外，其他县（市）生产和生活功能初始值低，限制了

耦合协调水平的提升，特别是在山地丘陵区域，受

地形条件影响，生产和生活功能尤为薄弱，而生态

功能相对较高，导致这些县域轻度失调。２０１０年勉
强协调县域数量增加，表现为在晋中地区出现扩

张，新增县域使原有县域连成一片；在晋南和晋东

南地区，不再为孤立的点，随县域数量增多，出现带

状集聚；在晋北开始出现零星分布。在各地级市辖

区经济社会的辐射带动下，周边县市生产和生活功

能提升，耦合协调水平有所提升。２０１８年，山西省
耦合协调度水平进一步提升，轻度失调县域数量急

剧下降，仅剩３个县（市）；勉强协调水平县域数量
增加明显，与中级和初级协调县域在晋中、晋东南

地区形成中心 －外围的圈层／半圈层分布格局，晋
南地区受中原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的辐射，出现协

调县域规模集聚，晋北地区因成功转向旅游城市，

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三生”功能得到改善和提升，

出现协调县域的规模集聚。

总体而言，协调类型县域主要分布于山西省平

原河谷地区，该区域地势平坦、生产条件优越、基础

设施完善、产业基础好，是带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增

长点，同时生活条件较高，服务设施集聚，生产、生

活功能的保障程度高，而且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生

态功能得到相应改善和提升，耦合协调度水平高；

过渡类型县域则主要位于山地丘陵区，受自然条件

影响，生产、生活功能缺乏拉动点，耦合协调情况不

容乐观。

２．３　“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特征
本研究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和 Ｇｅｏｄａ软件计算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山西省耦合协调度的 ＧｌｏｂａｌＭｏｒａｎｓＩ
和Ｌｏｃａｌ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并对不同区域协调度的空
间相关性进行检验，ＧｌｏｂａｌＭｏｒａｎｓＩ统计值情况见
表５。

表５　耦合协调度的ＧｌｏｂａｌＭｏｒａｎｓＩ

年份 ＧｌｏｂａｌＭｏｒａｎｓＩ预期指数 方差 Ｚ值 Ｐ值

２００５ ０．３５５２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０４９ ５．１８７７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０．３５０１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０５１ ５．０５１９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０．３２１５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０５１ ４．６３３６ ０．００００

　　从表５可以看出，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３个
时间节点的Ｇｌｏｂａｌ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均为正值，表明山
西省县域耦合协调度存在极为显著的空间集聚现

象，即耦合协调度高值区和低值区都存在空间集中

分布的特征。从空间相关性的趋势来看，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总体为下降态势，从 ２００５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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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５５２下滑至２０１８年的０．３２１５，表明耦合协调度
的全局相关性逐步减弱，同时，研究阶段内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的时段变动幅度不同，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指数值为微弱变动，表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

同地区县域如山地丘陵区县域和平原河谷区县域

已出现分化特征；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间，指数变动较大，
这源于山西省资源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的确立和主体功能区划的实施，不同区域县域如晋

北、晋中、晋南和晋东南地区形成各自的区域发展

特征，加之平原县域和山地县域极化加大，山西省

整体相关性进一步下降。

为进一步明确各县域与其邻近县域的空间集

聚、空间异质关系，本研究以 ＬＩＳＡ图对山西省县域
“三生”耦合协调度水平的局部空间相关性结果进

行汇总表示。图２直观反映了３个时间节点上山西
省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集聚情况。

２．２．１　Ｈ－Ｈ类型　２００５年耦合协调度水平的高
值集聚区有太原市、晋中市、长治市、晋城市辖区及

其周边部分县市，２０１０年在原有基础上，长治市辖
区跳出了高值集聚区，２０１８年，清徐县离开高值集
聚区。由此可知，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山西省耦合协调度
高值集聚区位置较为稳定，形成太原 －晋中市辖区
的晋中高值集聚区和晋城市辖区及周边县市的晋

东南高值集聚区。这源于二者同处平原河谷区，区

域发展条件优越，而且太原市、晋中市辖区自身为

太原城市群的核心区域，晋城市辖区及周边县（市）

处于中原城市群的辐射范围，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

高，科教文卫等生活条件领先其他县域，生态环境

品质较高，耦合协调度水平高。

２．２．２　Ｌ－Ｌ类型　２００５年低值集聚区主要位于
吕梁山及其西部地区，在太行山北部也存在小规模

集聚，２０１０年太行山地区增加部分县域，２０１８年在
原有基础上，县域数量减少，但集聚位置不变。由

此可知，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山西省耦合协调度低值集
聚区的位置同样较为固定，分别处于吕梁山及其西

部地区和太行山的部分地区，这主要受自然条件影

响特别是地形条件限制，生产、生活功能值低且与

生态环境的协调性差。

２．２．３　Ｈ－Ｌ类型和 Ｌ－Ｈ类型　Ｈ－Ｌ型集聚区
数量较少，２００５年该集聚区为曲沃县和朔州市辖
区，到２０１８年朔州市辖区脱离，新增应县，表明这些
县域相较于周边县域，其耦合协调度水平高，朔州

市辖区因周边县市耦合协调度水平的上升而脱离

集聚区，应县因耦合协调度水平提升而成为新增县

域。Ｌ－Ｈ型集聚区数量同样较少，到２０１８年Ｌ－Ｈ
型集聚区主要包括侯马市、左云县和陵川县，这些

地区耦合协调度水平较低，与周边县域差距较大，

功能权衡程度高。

２．２．４　“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分析　从
表６可以看出，“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水平与国家
宏观管制情况、社会经济发展因素、自然资源特征

及自然地理条件状态均存在显著关系。

　　国家宏观管制是山西省县域“三生”功能耦合
协调的约束条件，国土空间管制强度呈负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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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Ｔｏｂｉｔ回归模型结果

影响因素 解释变量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５年

系数 Ｐ值 系数 Ｐ值 系数 Ｐ值

国家宏观管制 国土空间管制强度 －０．３３１３ ０．００２６ －０．４１０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６２４ ０．００４９

社会经济因素 产业结构 －０．０２０９ ０．２５３１ －０．００４４ ０．７２３２ －０．０１６８ ０．２０２０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 ０．１０２４ ０．０６８８ ０．０８２３ ０．０５９２ ０．１１８９７ ０．００００

人均社会消费品额 ０．０７３８ ０．０２０５ ０．０９５０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８０８ ０．００７４

自然资源禀赋 土地垦殖率 ０．０７２０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６７４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４４８ ０．０４６６

森林覆盖率 ０．０８５８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７７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６４６ ０．０００５

自然地理条件 地形起伏度 －０．０８２７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５７５ ０．１４３６ －０．０８７２ ０．０７５０

年均降水量 －０．０２３４ ０．１０００ －０．０２６１ ０．０７４５ －０．０４１７ ０．００６７

年均气温 －０．０８３８ ０．２２９７ －０．０５１６ ０．０７３７ －０．１０２７ ０．００９６

常数 ０．６５２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７０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５０９ ０．００００

　　注：、、分别表示在０．０１、０．０５、０．１０水平上显著。

这反映了区域宏观规划调控的方向，国土空间管制

的目的是依据各县域单元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

对县域土地用途和开发强度进行分区管制，以平衡

更高尺度地理单元的经济发展和资源保护的压

力［２３］，但对不同主体功能区县域而言，经济社会发

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在短期内无法平衡，

县域“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有待提高。

社会经济因素是山西省“三生”功能耦合协调

的主要驱动力，从表６可知，产业结构为负向作用，
但其Ｐ值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结果并不显著；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与人均社会消费品额均为正向

作用，但地均固定资产投资系数相对较高，这是因

为山西省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对社会投

资的依赖度较高，固定资产投资是“三生”功能耦合

协调的重要推动力。

自然资源禀赋是山西省“三生”功能耦合协调

的重要基础，土地垦殖率和森林覆盖率均呈正向效

应，土地垦殖率系数逐年上升，反映了随着耕地保

护、整治及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政策的实施，耕地的

多功能效应增强，森林覆盖率系数同样逐年上升，

表明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生态功能的改善带动

生产和生活功能的协调、提升。

自然地理条件是山西省“三生”功能耦合协调

的主要限制因素，地形、气候和降水都为负向作用，

其中地形起伏度反映了区域宏观地理条件，平原河

谷区县域耦合协调性明显优于山地丘陵区，气温和

降水重点是对农业生产功能的影响，山西省积温较

低、降水相对较少，对农业生产功能呈负向作用，进

而对耦合协调度呈负向作用。

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　结论
本研究从“三生”功能视角出发，以耦合协调度

模型、空间相关性分析和 Ｔｏｂｉｔ模型分析了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山西省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及
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如下：

（１）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山西省县域耦合协调度水平
显著提升，耦合协调变化由不合理逐步转向合理，

但需要注意的是，山西省超过５０％县域其耦合协调
情况处于过渡类型，耦合协调情况仍需改善，多数

县域耦合协调度水平亟待提高。

（２）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山西省县域“三生”功能耦
合协调度水平提升较为明显，并呈现出鲜明的地域

分异特征，中级、初级和勉强协调县域沿平原河谷

带集中分布，濒临和轻度失调县域则多位于山地丘

陵区，整体呈现出“东西低，中部高”的空间分布

格局。

（３）山西省县域“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存在显
著的空间相关性，但全局空间相关性呈下降趋势；

就局部自相关而言，山西省平原河谷区存在小范围

的Ｈ－Ｈ集聚；山地丘陵区呈现大规模的 Ｌ－Ｌ集
聚，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要加强山区基础设施建

设，促进县域之间发展联动，高值区县域在自身发

展的同时也要加大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

（４）山西省县域“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受多元
因素影响，其中国家宏观管制是其约束条件；社会

经济因素是其提升主要驱动力；自然资源禀赋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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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的重要基础；而自然地理条件则是其发展的主

要限制因素。

３．２　讨论
根据山西省“三生”功能耦合协调水平呈现出

的地域分异特征、空间集聚效应和影响因素状况，

结合山西省实际提出以下建议：（１）在“三生”功能
耦合协调水平的提升过程中，要明晰各种功能情

况，明确各县域的主导功能和短板功能，针对不同

功能情况制定差异化提升政策。（２）平原区县域在
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要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

善，缓解生产、生活功能对生态功能的压力；山区县

域其主体功能定位多为生态功能区，该区生产功能

的提升、生活功能的改善都要与生态环境的保护相

适应。（３）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联动，加
大晋中、晋北、晋南和晋东南地区之间的发展联系，

缓解山地区和平原区的极化态势。（４）在主体功能
区划和国土空间管制背景下，在更高尺度区域协调

的前提下，各县域通过税费调节、财政转移支付等

方式构建县域协调发展机制，以促进县域内部耦合

协调发展。

本研究通过剖析山西省“三生”功能耦合协调

度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为合理编制国土空间规

划，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依据，介于数据收集的

局限，指标间复杂关系还有待研究，此外，耦合协调

背景下“三生”功能内部运转关系情况也有待进一

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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